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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视居住是针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一适用对象

删去，使其变得更加完善。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使监视居住措

施在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本文以监视居住的现状为基础，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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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s a coercive measure against criminal suspects, and the 2018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made it more complete by removing the applicable object of particularly se-
rious bribery crimes.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 series of problems will 
still arise.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easures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in a target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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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针对适用逮捕，但因为其他原因不能直接逮捕的犯

罪嫌疑人，以及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是没有保证人或者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监

视居住最开始出现在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中，自出现就不断引起学界的争议[1]。2012 年刑事诉讼法对其

进一步进行了修改，主要涉及的条文有第 64 条，第 72 条，第 73 条等六条之多。2018 年的刑事诉讼法

又将重大贿赂犯罪这一对象删除。尽管经过了那么多次的修缮，也还存在不足。比如个别法条中的模糊

定义，没有真正地使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到保障，反而促发了变相羁押。在侦查，检察过程中的权力滥

用等使得监视居住的执行和监督存在难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监视居住制度发挥它的最大作

用，成了本文研究的对象。 

2. 监视居住制度的概述 

2.1. 监视居住的概念 

监视居住，根据字面意思可解释为由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约束在特定范围，从而对其进行的人身自由

的监控。在法律层面可解释为，司法机关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针对没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使其在

规定的期间不能离开固定住所或者为其指定住所，并指派专门的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日常

活动加以监督、监视或控制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2]。在 2018 年《刑事诉讼法》中，监视居住出现于第

39 条，第 66 条，第 71 条，第 74 条~第 79 条，第 81 条，第 91 条，第 98 条，第 167 条，第 170 条。这

十三个法条明确了监视居住属于强制措施，以及其适用对象，实施场所和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则。 
《刑事诉讼法》除了明文规定诉讼程序的科学进行，还有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实践中，司法

机关会采取强制措施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以此确保侦查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3]。我们知道，

强制措施贯穿于诉讼过程中，是一种程序性的措施，因此，强制措施存在目的不具有惩戒性，而是防止

当事人逃跑，保障其受到相应的定罪与刑罚。《刑诉诉讼法》中确立的集中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人身

自由的限制呈现递增趋势[4]。 

2.2. 监视居住的历史沿革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和逮捕条例》第 2 条第 2 款 1 首次出现监视居住，这一条款只是告知

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可以择一任选，没有明确监视居住的独立地位。“应当逮捕的人犯”这一条件过于

模糊，给司法机关过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法条没有规定监视居住的执行地点和执行机关。总的来说，

1954 年的逮捕条例中监视居住的规定虽不明确，但对其后来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9 年监视居住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分别出现在第 38 条，第 40 条第 2 款，第 44 条。此

次修改，确立了监视居住的独立地位，执行机关和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以及变更撤销等。但仍存在许多

问题。第 38 条注明了在不同的案件中，执行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择一适用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

住，所以，监视居住仍具有替代性。对撤销或者变更的适用条件定义过于广泛，也未规定监督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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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对监视居住制度做出了修改完善，涉及的条文有第 51 条，第 56 条，

第 57 条，第 58 条。此次修正确立了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条件和期限，明确了被监视居住人的具体义务

和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但是 1996 年《刑事诉讼法》未将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使用条件严格区分，并且

取保候审制度的保障措施与监督措施相对于监视居住较为严密和完善，这导致了面对相同状况时，执行

机关会把监视居住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措施，使其实践率大大降低，并未达到立法初衷。 
2012 年，监视居住制度的独立地位进一步体现在适用对象，执行机关和执行场所三方面。并且第 75

条还阐明了对被执行人违反规定的后果进一步完善。不仅如此，2012《刑事诉讼法》还根据五大强制措

施对当事人人身约束的强弱，将监视居住作为衔接取保候审与逮捕之间的缓冲制度，进一步使强制措施

体系得到健全。 
2018 年《刑事诉讼法》删去了监视居住适用对象中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监察机关行使了大部

分的侦查权[5]。并且，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措施中的侦查定义也被修改。 

3. 监视居住的主要现状 

3.1. 相关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刑诉法关于适用监视居住的范围较宽。以《刑事诉讼法》第 74 条 2 为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可以监视居住。”“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

宜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法条赋予执行机关的权力是“可以”并非“应当”。实践中，由侦查机关办

理的案件数量多且复杂，为了更快的寻找突破口，不免在公正和效率之间偏向了效率[6]。由此带来的是，

在一些本来应当用对人身限制较低的强制措施的情况时，侦察机关为了方便取证，提高结案率，而对当

事人采取了监视居住。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司法权被滥用，还侵犯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特殊情况，采取

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哪种情况算作特殊，各地的司法机关由自己的主观判断来确定情况是否特

殊，这样容易引发监视居住沦为保障侦查的手段，与其立法初衷相悖。 
“指定居所”未作详细规定。刑诉法第 75 条第 1 款 3 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

所要能满足正常生活所需，并且要便于管理。禁止在办公羁押场所，比如看守所，派出所，收容教育所

等不能满足正常生活所需的场所进行监视居住。在法律没有做严格规定的情况下，何种场所属于能满足

生活所需，能便于控制管理，便于控制管理的标准是什么，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受到刑讯逼供，

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法条来细化，才可以避免混乱和扩大理解[7]。 

3.2. 折抵刑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6 条，被判处管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可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

役，有期徒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两日可折抵刑期一日。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这一规定

来看，该项措施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一定限度人身自由的限制[8]。并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

长达六个月，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若分别都采取了监视居住，那么期限叠加起来最多可达 18
个月。且在这期间，司法机关监视行为受到监督和被监视居住者的权益保障的力度大大下降，一旦发生

 

 

2《刑事诉讼法》第 74 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

视居住。” 
3《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第 1 款：“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

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

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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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监视但未被发现的现象，对被监视居住者折抵刑期的权益将带来损害，也将违背监视居住的立法目

的。 

3.3. 家属知情权与律师辩护权 

《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第 2 款规定了家属有知情权，家属知情权的目的一方面也是对被监视居住人

权益的保障，如果家属早一些了解情况，就能为被监视居住人联系律师保障其权益不受或者少受侵害。

法条明确指出，被采取监视居住后，侦查机关应该在 24 小时内通知其家属。这里只对通知时间做了限定，

其他的，比如通知内容，通知对象，法条规定的比较模糊。如果在无法通知近亲属的情况下，通知远房

表亲，能否给其权益带来保障，值得思考[9]。不仅如此，对于通知内容，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为了避

免被监视居住人逃跑阻碍诉讼活动，或者出于对案件的保密，通知内容也仅限于被告人被采取监视居住，

其余的一概不告知。 
现行法律并无规定，司法机关决定采用监视居住措施时，嫌疑人能对此决定提出抗议。虽然被监视

居住人能聘请律师辩护，但对于某些特殊的犯罪，律师能否会见犯罪嫌疑人还需要公安机关同意。实践

中对于此类嫌疑人，公安机关为了确保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往往会妨碍律师会见，这样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犯罪嫌疑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时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10]。 

4. 监视居住的实施难题 

4.1. 指定住所监视居住的选址困难与经费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规定，对于没有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指定住所监视居住。上文中提

到过，该场所不能是办公地点和羁押场所，并且要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便于监视管理，还要满足办案

安全。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地方可以作为指定住所监视居住的地点，由此带来的是实务中，各地办

案机关在除去了监狱，看守所等羁押场所外，能选择的只有宾馆旅店出租房等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不够

相对封闭，人流量较大，而且也不一定有配套的安全措施，极易发生被监视居住人逃跑，自残等行为[11]。
办案机关要想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只能派出人员对被监视居住人密切监控，配备符合标准的安全设施。

但是一般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都是辖区派出所，普遍存在办案量多，人手紧缺等问题。再者，租房

费，被监视居住者生活所需费，监管人员劳务费等也是一大笔支出。因此，实践过程中，执行场所的选

址及其后期财务支出是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4.2. 缺乏权利救济措施 

在监视居住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侵害被监视居住人权益的行为，有没有救济措施，如何救济成为了

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 
存在刑讯逼供风险。《刑事诉讼法》第 78 条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督的方式来监督被

监视居住者。实践中，由于法条没有强制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者 24 小时同步录音录像，公安机关为了获

得口供，找到办案突破口，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比如说，利用指定居所相对封闭，且疏于监管的情况，

对其长时间的轮番讯问，恐吓威胁和诱供等。被监视居住者极有可能在休息不足，惊恐压力大的情况招

供。如果被监视居住者想要控告这类违法行为，往往因为举证困难等因素不被检察机关采纳[12]。再者，

当被监视居住者的监视措施已经执行完，在事中已经没有预防和补救的手段，只能考虑事后赔偿。监视

居住具有准羁押性，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属于非羁押性措施，而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对象一般是被采

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且没有立法规定对不合法的监视居住可以进行国家赔偿，所以，被监视居

住者的权益保障应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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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例 

监视居住的强制性在五种强制措施中仅次于拘留和逮捕，其中指定监视居住对被监视人的人身自由、

隐私权及精神实际上具有高度的压迫力。在现实操作中，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超

过了逮捕及附随的羁押措施。因此，要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来保障监视居住的正常运行。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 75 条“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可知，检察机关被赋

予监督指定监视居住的权能。但规定不明的法条往往会受到忽视，主要表现为：监督对象的单一化；监

视居住的监督主体只有检察机关，而对其作出决定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13]。检察机关

可以作为外部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做出的决定，可能对执行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

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当检察机关为决定机关时，就会出现检察机关之间内部监督的现象。实践过程

中，如果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没有严格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内部监督难免会出现包庇行为，导致监督

行为的目的得不到实现。第二，监督方式形式化。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规定》中载明了监督方式为查

阅卷宗及相关材料之方法。检察机关应当在接到决定书副本后 24 小时之内，派出人员到现场监督并填写

相关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条里并没有注明派几个人监督，若实践情况中，办案人手紧缺或者有关

部门对于此种监督方式流于形式，则导致这种间接的监督方式不能发挥监督制度的实效[14]。第三，监督

权未被保障。被保障的监督权才能真正发挥监督效能。监督发现违法行为时，如果对违法行为没有惩戒，

那么监督将形同虚设。《规则》第 118 条到第 120 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查明监视居住的决定或者实施违法，

应当告知有关机关纠正或者给出纠正意见书。据此我们知道，法条并未将责任落实到相关人员身上，当

纠正意见被无视时，监督权便不能发挥立法目的。 

5. 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建议 

5.1. 建立专门执行场所，统筹规划办案经费 

针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选址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场所的标准进行考量，

建立一个明确的标准体系。修建一些场所专门用于执行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由于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不属

于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所以该措施不违背立法宗旨。并且建立专门的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有利于

推进该项措施的执行[15]。再者，专门修建的执行场所除了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场所以外，一般会附有医疗，

食堂等配套措施，以及监控门禁等安保措施，保密性强，安全性高。 
应该统筹规划办案经费。上文提到由地方财政进行拨款修建专门的执行场所，这样后期就不用大规

模的投入办案经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充分调动积极性和能动性，合理分配工作，统筹规划好办

案经费的使用及保障问题。 

5.2. 完善被监视居住者和第三人权益保障 

当错误的监视居住决定被实施时，被监视居住者的权益必然受到侵害，现行法律并没有确切的补救

或者赔偿措施。这样不仅当事人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还会造成司法机关公信力下降，因此，我们应该建

立一个完善的权益保障制度。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5.2.1. 明确家属知情权和保障律师辩护权 
为了加强被监视居住者权益的保护，应该在其被决定适用监视居住措施时尽快通知家属，并且详细

规定哪些人属于家属的范围，以及通知事项不限于告知家属被监视居住这一事项。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

保障被监视居住者的权益。其次还应保障律师辩护权能正常行使。当被监视居住者处于的人身自由权受

限或者被剥夺时，其权利的声张绝大部分来自于辩护律师。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当律师满足会见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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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条件，各地司法机关应当迅速的贯彻落实，安排会见。 

5.2.2. 完善国家赔偿的救济措施 
实践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大多把被监视居住者安排在封闭空间进行监控，一旦发生刑讯逼供等非

法行为，被监视居住者想要申控，也是监视居住措施实施完后了。此时只能采取事后救济。但现行法律

并没有明确的救济措施，甚至执行了错误的监视居住制度也不在国家赔偿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

针对错误的监视居住执行，司法机关应该参考其他强制措施的赔偿标准，将其纳入国际赔偿范围。这样

既能通过赔偿弥补被监视居住者受到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能完善监视居住体系。 

5.3. 健全监督体系 

有效的监督措施可以促进监视居住制度的高效实施，也能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进一步保障被监视

居住者的权益。上文提到过，虽然监视居住制度有相应的监督手段，但在实践中的效果却不如人意，因

此完善监督体系才能发挥实质监督，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5.3.1. 健全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 
《监督规定》载明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查阅案件资料和有关文件来进行监督，这样的监督方式过于形

式化，如果书面资料有造假行为，则丝毫起不到监督作用，因此，应该增加监督的方式和内容，比如，

可以派出两人及两人以上的人员进行不定期的实地检查，询问被监视居住者有关近况，有没有受到刑讯

逼供等。 

5.3.2. 增加监督主体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实施监视居住措施时，应由上级检察院实施监督。由于

上下级检察院具有领导的行政关系，监督过程中发生包庇行为在所难免，因此，对于上级检察院监督的

这种情况，可以增加一个监督主体对检察院进行监督，比如监察委员会中的有关部门。或者引入外部监

督，设立人民监督制度。当社会公众发现监视居住措施的决定或者实施违法时，可以向监察机关提出相

应的监督意见。 

5.3.3. 保障监督权 
当检察机关发现监视居住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纠正意见。这个规定过于形

式化，没有将责任落实到有关人员身上，实践中会造成监督权变为只存在于纸上的权利，因此，笔者认

为，出现违法行为时，应当核实情况，责令有关部门改正，对触犯法律法规的人员进行追责。 

6. 结语 

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印证中国法治在不同时期的状态，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必定要经过改革

修缮，监视居住制度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现行的监视居住制度法律文本的研究，结合现状，发现实践

中监视居住制度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几点建议。 
未来，监视居住制度的发展，是奠定在中国法治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中国法治的发展，也离不

开各种部门法。因此，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监视居住制度，从而为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出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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